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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如何關連民間社會秩序？ 

──評俞江《清代的合同》∗

 

謝 超∗∗
 

俞江，《清代的合同》，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 

一、清代合同文書的常見類型 

《清代的合同》中，作者直言：「如果說本書有什麼關心的主題，那

就是中世紀的民間社會」（頁 28）。細讀具體章節，本書不僅呈現了清代

徽州文書中的常見合同，並透過這些合同繪制中世紀中國的民間社會。

在明清法律史領域，就筆者所見，學人對清代合同文書開展系統兼具深

度的思考仍較稀少，故向讀者們多做介紹。 

現代語境中，合同與契約為同義語。故古合同文書很容易讓現代讀

者誤解為古契約文書。但從形制上，明清時期的契、約與合同文書存在

較大的差異。「明清時期的契，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種收據。比如，田房賣

契是田房買賣完成後，賣主向買主寫立的文書」（頁 19）。合同文書通常

為一式多份，文字內容完全相同的文書。在《明清徽州契約與合同異同

探究》中，周紹泉討論了這兩類民間文書之區別，「合同當事人之間地位

相對平等，而單契的締約當事人之間地位相對不平等」。1在導論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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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周紹泉，〈明清徽州契約與合同異同探究〉，收於張中政主編，《明史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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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陳通過十餘年的努力，收集散見的徽州民間文書。並且，這些文書

內留存豐富的合同文書。2《清代的合同》正是以這些合同文書為基礎展

開的思考。 

圍繞清代合同文書的內容，作者主要分了七編：〈家庭合同：分家合

同〉、〈家族合同〉、〈邀會合同〉、〈田土管業合同〉、〈調處合同──以墳

墓糾紛調處為例〉、〈禁約合同〉、〈應役合同〉。具體如下。 

第 1 編討論分家合同。在民間社會，家庭隔一段時間分家，原來的

家庭會分解成若干小家庭。分書實是分家當事人訂立的合同。從外觀形

式上，清代分家合同主要有簿冊類和單頁類，前者常稱為鬮書，後者通

稱為分單。從規模上，分書屬於徽州合同文書的大宗。大量存世分書反

映出分家制度的普遍拘束力。清代家庭本身是「同居共財」3；分家後，

原先的家分為兩個以上的新家庭。隨著年輪的推進，新家庭不斷地重新

分家。隨後，通過追溯至共同祖先或擬制祖先，新家庭逐漸聯結成家族。

分家可看作家庭與家族的分界點。 

律法上，清代國家提倡「同居共財」及家族團結。但民間遵循分家

習慣，並看重家庭門戶之獨立。分家合同是原家庭與各房兄弟在分割家

產時達成的合意，最重要是「就是在分家之後很長時間裡，它一直是門

戶獨立的憑證」（頁 82）。從內容上，該編從「分家合同」4切入，討論

清代的家庭與家族在法律構造上的區別及其意義。 

第 2 編討論家族合同。原家庭經過多次分家，逐漸衍生出房、支族

等新家庭。在家庭保管的合同文書中，如分家、典賣等民事合同是以家

庭為當事人。家族合同與民事合同不同（頁 189）。家族合同的當事人主

要是各房、支族推舉的代表；並且，它的內容並非私人管業，而是族內

公共事務，如維護公共空間、創建祠堂或編修族譜等。 

                                                                                                                                 

肥，黃山書社，1993），頁 170。 

2 俞江主編，《徽州合同文書彙編（點校本）》（11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2020）。 

3 參見金眉，〈婚姻家庭立法的同一性原理──以婚姻家庭理念、形態與財產法律

結構為中心〉，《法學研究》2017：4（北京），頁 47-51。同時，參見羅彤華，

〈唐代家庭的戶籍與共財問題探討〉，《法制史研究》24（臺北，2013），頁 24-26。 

4  民間文書中，分家合同常見的稱謂有分單與鬮書。在第一章，本書徵引豐富的分

家合同史料；為行文簡便，本文不再重複引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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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上，家族合同是「家族內部的各房、支族與小家族之間商議家

族事務而訂立的合同。」（頁 189） 

閱讀這些合同文書，讀者還能看到存眾、祀產、墳產等族產。這些

族產的經營、處分等需要族內成員共同商議，再採用合同文本固定商議

結果。作者認為，「祠首、房長、族長作為合同當事人而訂立的家族合同，

實質是代議契約」（頁 190）。換言之，家族合同實際是「由某人或某機

構代表各自的團體，商議與他們相關的公共事宜，通過讓渡各自的部分

權益，並用契約將這些讓渡的權益聯合起來，從而在這些商議的群體中

建立新規則」（頁 190）。 

涉及族內公共事宜，族內的祠首、房長、族長商議著辦理，這也說

明家庭與家族之間不是依附關係。「把祠堂想像為家族社會中的專制者，

認為祠堂、房長或族長可以隨意決定族人的生死，因此家族社會存在著

需要推翻的族權，這從家族的合同文書中是得不到支持的」（頁 179）。

本編還討論墳產合同，如清中期以後，棺在徽州合同文書中獨立於墳地

之外的貴重物品。人們重視得到多少棺位，而管業憑據多只需合同即可。

同時，業稅是照棺均出，當事人按照棺位負擔相應的義務。大體上，按

棺管業是墳墓管業的核心規則。此外，具體考察徽州文書中墳產合同，「在

同一家庭的墳墓中，還可以發現有棺位分屬於異姓家族」5。 

第 3 編討論邀會合同。在徽州文書中，錢會或祀會多被稱為邀會。

會書是記載邀會合同關係及其規則的文書。會內，參會者統稱為會友。

如錢會，會首邀請會角起會，收領各會腳的會金，意味正式齊會。此後，

會腳按預定規則坐會，他有資格收取會首與其他會腳繳納的會金。到最

後一位會腳坐會，意味此會結束。錢會實際是財產性的合同團體。 

不同的家族也有各自的祀會，他們借用錢會的會式，所得收益用於

祭祀祖先。此外，還有身分性、公益性的合同團體遍布於城鄉。例如，

不同異姓家族以及不同村莊聯合祭祀共同的神靈，結成神會。大體上，「中

國人善於在相同意願而不同利益的人群中，利用合同確立規則，以完成

                                                        

5  異姓管業的合墓分棺，民眾通過墳產合同約定同買合做墓穴，再分配棺位。有的

墳產合同中畫有棺位圖，如本書第 7 章徵引「清光緒七年十月程潤之、汪紹光、

汪學華等墳產合同」（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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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目的，實現某種特定秩序」（頁 321）。 

第 4 編討論田土管業合同。明清時期，任何私人權利都可以用「管

業」來表達（頁 325）。當民人持有田土管業憑據，意味他對田土享有權

利。例如，「全業」持有人對田土享有完全的權利；也有民人享有「從全

業中分割出來的管業形態，如田骨、田皮、永租或有年限的租佃權等」

（頁 325）。 

明清時期，田土管業的憑據主要是契據，如官方或準官方制頒的照、

單等；也有民間自發形成的賣契、佃約、合同等。這一編在討論合同前，

作者著重墨於清代的契據。例如，清代契據的登記與管理制度及其特點；

在清代契據體系中，合同的位置及其作用。同時，研究田房管業契據目

的「是簡要地解釋明清時期證明田房管業資格的核心邏輯」（頁 364）。

當理解了清代契據的意義，檢討合同文書也將出現不一樣的視角。 

內容上，本編討論兩類田土管業合同，一是確認田土管業資格的合

同；二是田土交易合同。在民間社會，這些交易合同完成後會成為管業

憑證，例如召租合同、換產合同等。本編通過討論田土管業合同，作者

發現清代出現了對手型契約關係，即交易雙方須向對方寫立契約。但是，

日常經驗「無法把對手型和同向型契約關係統一起來，正是清代合同觀

念中原始的特徵。」（頁 403）當然，「由於民法學在清末移植成功，已

經無法假設中國民間能否自發完成這『最後一步』」（頁 403）。 

第 5 編討論調處合同。管業會發生糾紛。如前幾編所討論，管業不

只是田房管業；例如，分書是持有人對分割後家產的管業憑證。故在民

間，管業糾紛實際存在多種類型。本編以較複雜的墳山管業糾紛為例，

通過墳山糾紛調處合同的考察，作者較詳細討論清代的「民間調處」。6例

如，當墳界出現了糾紛，地方多由親友出面協商解決。在調處中，合同

發揮了主要的解紛作用。同時，民間「調處不是糊塗裁決」（頁 444）。

調處人重在辨明是非。調處的結果，不只讓過錯方賠禮落在實處；並且，

受害人認為結果是公平的。 

                                                        

6  糾紛類型的不同，民間調處參照相關的法與慣例也不同。本書主要選擇了墳產糾

紛，考察了墳產糾紛的民間救濟。例如，通過調處合同，民眾以協商方式消弭了

潛在的激烈衝突，具體參見本書第 21、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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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編討論禁約合同。禁約合同，又稱民禁約，民間團體或當地居

民通過相互承諾而簽訂一約束和禁止為主要內容的合同。例如，為保護

村山林的秩序，所有管業資格的人承諾禁止隨意砍伐山林，對外阻止無

份人盜砍山林。當地方居民難以達成一致意見時，通過呈報官府，申請

「奉憲示禁」。不同於官府告示，「奉憲示禁」兼有紳民呈稟與官府批示

的特點。它是「以民間自發提議為基礎，經官府批准，形成單項或綜合

性的禁令，形式雖為官禁，內容則為民議」（頁 476）。新禁約對當地所

有民眾形成拘束力。此外，清代「民間存在鄉約」7，討論鄉事務並以禁

約形式發布。它是介於民禁約與官禁之間禁約。在本編中，作者著重討

論了民禁約、鄉約及官禁的不同之處。 

第 7 編專門討論應役合同。清代基層的兩大組織，一是里甲；二是

保甲。同時，它們都可以視為鄉里役。在鄉村，民人承擔里甲與保甲差

役。在清代，鄉里存在通過合同商議，保證有人應役，官府並不干涉的

做法。例如，鄉民自辦保甲，自籌費用雇傭人役，既解決了治安經費無

著問題，又雇傭本地人為本地辦事。透過考察應役合同，作者展現民間

自治的特點，如民戶「自發地出錢出力治理各種地方事務」（頁 551）。 

各編順序，從分家出發一步步往外推；家庭、家族到民間各類合同

式團體，如會、禁約、保甲等。這些片段通過合同串起來，逐漸渲染出

清代民間社會的秩序結構。當然，透過閱讀不同類型合同，讀者大體能

發現不一樣的秩序圖景。 

二、合同與清代民間社會 

從法律史的角度討論合同文書，首先想到約束清代合同文書的規則

等。若認真探究其法原理，清代合同文書背後的社會構造及其秩序觀，

這類問題也許應認真對待。 

清代法秩序中，民間的結構及其特殊性，備受法史學者關注。觀察

                                                        

7  參見董建輝，〈“鄉約”不等於“鄉規民約”〉，《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2006：2（廈門），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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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民間，下文試「以關係與情感所組成的共同體」8認識其結構及其內

部構造。當然，日本漢學界對近代中國的村落共同體概念已有豐富的研

究成果。9本書中，作者透過清代合同文書重新審視了清代民間的結構。

研究路徑上，作者聚焦於清代民間的基石──清代的家庭。分家時，分

書文書記錄著立分書人分割家庭財產及他們將來承擔義務。分書中，習

慣常說的受產人為立分書人，即有資格承受家產和分割家產的人，通常

是兒子或兄弟。分書內記載了有分人的權益。親女、妻妾、贅婿、養子

等雖沒有承受家產的資格，分書通過設定撫養財產、祀產或特留部分財

產等辦法加以照顧。 

就分家合同的署名，緊隨立分書人的是親戚。除了監督分家外，親

戚在分家過程中還發揮著評議、協商與見證的作用。例如，在家產調換、

貼補時，親戚參與並拿主意，這反映出民間「均平」分家的做法。分家

合同在將來發生了爭議，親戚是當然的證人和調解人。「親戚後面有中人

與代書的署名」10。分家後，新家庭通過血緣或同姓紐帶，聯結為利益

共同體。在血緣或擬制血緣關係下，家庭、房、支族等可以祠堂、祀會、

修譜等活動結成網狀聯繫。 

為保障祖先祭祀不缺等事，經過分家的家庭通過合同建立了祀產體

系。祀產不僅包含家族墳墓，還有專門設立的祀田、祭田等。這些祀產

不斷歸攏在同一戶頭或擬制戶頭（祀戶）名下。有家族通過祠堂機構管

理，形成祠堂家族。在祠堂家族中，祠堂召集房長、支族族長商量族內

大事。族內部通過層層商議，一層套一層合同，把族內的房、族至小家

庭聯繫起來，最終形成具有約束力的家族合同。庶民家族也可以理解為

合同式家族。 

清代的民間，若以前文引入的共同體解析之，它在構造上至少存在

兩種面向，一是天然血緣或擬制血緣為紐帶形成的「血緣」共同體；一

                                                        

8  參見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

的詞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頁 79。 

9  參見李國慶，〈關於中國村落共同體的論戰──以“戒能—平野論戰”為核心〉，

《社會學研究》2005：6（北京），頁 199-210。 

10  參見王帥一，〈明清時代的“中人”與契約秩序〉，《政法論壇》2016：2（北京），

頁 17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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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過分家合同套家族合同所構成的「合同式」共同體。這些家是不斷

分家後的小家庭通過層層合同而形成的共同體。在清代，「血緣」共同體

與「合同式」共同體，其本身存在難以克服的張力。「民間社會」剛好是

這種張力的特殊表達。 

關於合同、民間社會與國家的關聯度，若從規範層面尋找支撐民間

社會的歷史證據，可能會產生國家之下無民間社會的悲觀看法。但在管

業合同文書中，一方面是業的多層次及頻繁流動；另一方面是法秩序對

業的保護與限制。其中，與業內部緊密結合的管業共同體或團體，除了

有血緣聯結的家共同體，還存在大量合同聯結的團體。這些合同文書，

不僅說明清代民間社會自治的存在；還呈現出在官僚制下，這些共同體

保有的自由空間與自治技術。 

就業的流動，如清代民間社會的田土，包含了田、房、地、山、塘

等，田土管業有完全管業和不完全管業。在田土交易後，買賣雙方辦理

田畝起割手續，由州縣或本管冊裡出具的推收稅票。賣方繳納業稅得推

稅票，買方的業稅為收稅票，統稱推收稅票。在官府的實征冊上完成業

稅的推收後，推收稅票發給民人收執。推收稅票是田產過割完成的標誌。

清代田土流轉的法律體系中，契是俗稱的契書和契約關係；另外，民間

還存在其他管業憑據。民間契書是紅契與白契的總稱，紅契證明力限於

繳納稅契的田土交易，說明契載田產曾辦契稅；白契除了沒有繳納稅外，

它與紅契一樣，可以證明管業的來源，並說明管業的正當性，具體以田

土賣契、分書、租佃契等為大宗。契之外，若以合同關係觀察管業憑據，

召租合同、換產合同、分家合同、錢會合同及家族合同，它們與白契相

當，都具有管業憑據的作用。如錢會會書是會股的管業憑據；繳納丁錢

是神會股份的管業憑證；分家合同是家產的管業憑證。 

簡言之，就清代田土管業的契據體系，民人持有的據，包含印照、

僉業票、串票、推收稅票及其他；契包含紅契與白契，紅契分為賣契加

契尾與典契加當稅兩大類；白契分為田皮契、租契與合同。此外，官方

與準官方運行薄冊系統，如州縣白冊、官府紅冊及鄉里底冊，契據與官

方及準官方的薄冊共同構成清代田土管業的證據體系。 

就管業的保障及限制，在同一家庭持有管業外，普遍存在兩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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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共同或按股管業。兩個以上的家庭通過共業合同，將其管業的田產

合成為一項產業，並確認為共同或按股份管業。例如，合買而不分割的

田產、在大型水利工程上設定的共業關係。股份管業為各管業人按約定

的股份比例享受田產收益，同時按比例承擔相應的義務。按照清代田房

買賣的慣例，訂立合同時，共業關係已經成立。因此，共業合同是確認

共業的書面證據，而非共業成立依據。同時，民間存在確認分割事實的

分業合同。兩個以上家庭通過分業合同來協商分割辦法或確認分割事

實。從契據角度看，確認分割事實的分業合同是田房分割後各管業人所

持有的契據，實際也是重要的管業憑據。當需要共業或分業合同證明實

際的管業狀況時，合同的證明力淩駕在其他契據之上。 

民人通過合同實現田土交易，交易完成後的合同成為管業憑證，例

如換產合同、召租合同等。當事人通過約定互為轉讓田土管業。有的換

產合同稱為便約，透露出方便雙方的意思。召租雙方通過合同完成田土

的租賃。召批是租人的管業憑證，租批是召人的管業憑證。由於便約、

召租是交易方向對手方寫立，它們也可以理解成對手型契約關係。在清

代，這些單契文書與半書聯繫起來，傳統契約才出現了向合同文書趨近

的態勢。清代中國，契據是管業狀態的憑據，不具有現代合同法規定的

請求權。同時，田土交易合同的效力、責任等缺乏法律保障；習慣上，

民間採用即時交付的做法。「清代或之前的中國已經有合同法的觀點，也

是得不到支持的」（頁 398）。 

在清代中國，私人管業的處分缺乏成文法的規範。為了平衡私人管

業和公共利益之間關係，民間通過禁約對私人管業進行限制與聯合。當

禁約存於各個村社、河流、山林時，實際上民人通過禁約重構了民間秩

序。禁約的制度基礎是管業與合同，其運行遵循私有制的邏輯。禁約說

明，當國家承認私有制時，若國家尚未提供民事成文法之前，民眾同樣

能在私益與公利的衝突間達到秩序平衡。從該意義上，社會自治是私人

財產與公共利益間長週期的衝突達至平衡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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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代民間是合同社會嗎？ 

本書對清代合同文書在民眾生活中的角色，如合同與家庭、家族、

國家的制度關聯，都有精彩的分析，很有貢獻。續以清代徽州合同文書

為媒，下文就作者關心的民間社會及其特點展開討論，並做些發揮。 

（一）律法缺位時，清代民間社會通過合同建立地方秩序 

徽州合同文書中，當地將官府的業稅和雜稅俗稱為錢糧。家庭保管

的錢糧文書可視為逐年納稅的憑證。分家時，原家庭分割財產外，還分

割「錢糧文書」11。這些文書分割給兩位及以上的立分書人，實際是轉

移其代表的管業資格與納稅責任。同時，錢糧文書的分割，體現出新家

庭在國家制度中的合法性與獨立性。對於成年男子而言，他通過婚姻成

立家庭，僅取得家庭門戶獨立的資格。分家才使成丁真正取得獨立的家

庭門戶。如此，新的家庭才能把姓氏、門戶、家產等延續下去。 

分家是原家庭不斷發展、壯大和分裂的自然推手。首先，原家庭發

生了分家，它逐步分解為不同的房，房成為它的第二層級。各房再進一

步分家，導致房內部出現支族，支族成為原家庭的第三層級。此後，支

族內再分家，出現第四、五層級。分家時間越久，意味著親屬關係愈疏

遠。五服制展現了分家後親屬關係的漸潰。分家中，有的原家庭設置存

眾祀產和祀會，正是原家庭挽救漸潰趨勢的努力。各房和支族通過家族

合同設置祠堂，議定祭祀規則，就是新家庭試圖挽救漸潰的最後努力。

祠堂下，族人回到共同祖先膝下，完成家人團聚外，讓族人免去成為凍

餒之鬼的恐懼。 

家族內各房、支族和支內家族共同商議族內事務，如創建祠堂或纂

修家譜等，再通過家族合同予以固定。這些約定成為族人共同遵守的規

                                                        

11 錢糧文書，常見的有納稅執照、推收稅票、甲戶實征冊等。同時，它屬於門戶文

書中的業稅文書。廣義的門戶文書，還包括非官方或半官方的文書，如契書、家

譜、魚鱗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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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內容上，家族合同主要是訂立規則和罰則。就合同當事人，多是

祠首、各房房長或支族族長。祠首、房長與族長代表各自團體，共同商

議與其攸關的族內事務，通過契約在族人間建立規則。因此，從性質上

看，「家族合同是代議契約」12。從手續上，家族合同至少需要第三層級

支族族長的簽名。這些議定的規則約束族人行為，維護了族內的公共利

益。同時，家族合同對族外的民眾並無約束力。同時，清代的家族有聚

族而居的特點，這些議定規則「也構成某區域基層社會中重要規則和秩

序」（頁 191）。 

在清代，家族合同是典型的代議契約，另外如家規、族規也是代議

契約。若以地域為範圍，禁約、村規等，實際也是該域內的代議契約。

同時，家族合同對於私人管業資格的限制或聯合，說明它是清代地方自

治及基層社會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中國人享有私有產權的時候，同

樣有能力在律法缺位的地方，通過商議與合同建立地方秩序。」（頁 191） 

（二）政府缺位時，清代民間社會借助合同機制維護公序 

清代的私有制並不完善，官府也不尊重私人管業，常以法外徵稅等

形式侵害私人權益。但是，在私人之間，管業界限非常清晰，祠首、族

長沒有任意處分家產的權利。相反，家庭的大事如分家、立繼，主要由

各個家庭的家長主持。族內公共事宜需要祠首、各房長與支族長共同協

商著辦理。他們通過合同固定共同的約定。清代的庶民家族還是合同式

家族。 

在民間社會，民眾通過合同成立自治型經濟組織。例如，錢會提供

借貸和收息的管道，還是民眾因共同的利益或興趣形成合同式團體。起

會時，錢會的參會人或會友按熟悉的慣例訂立合同，這些慣例與會友約

定，就是這次錢會必須遵守的會規。 

會規是合同文書，它記載著參會會友共同享有權利，及共同負擔清

                                                        

12  徽州合同文書中，家庭戶、祠戶或會戶通過合同處理名下財產，跟今天的民事合

同無異。不同於民事合同，房長、族長及擬制的祠戶作為合同當事人，商議族內

規則，是為代議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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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義務。會規記錄著錢會運行的規則，具體如錢會的成立、管理等，須

依循會規。除錢會外，民間還有如通過幫規、行規等形成其他合同式團

體。 

因此，清代民間不缺少合同實踐的經驗。「各種財產性、身分性的地

方自治團體」13，遍布在各個領域。時人善於在不同利益的背景下，通

過合同確立規則達成目標，實現特定秩序。在尊重他人意願和利益的前

提下，各式各樣的合同式團體聯結了不同利益群體，維護了基層社會的

公共秩序。 

（三）國家法秩序外，清代民間社會通過合同結社實現 

自治 

各地不成文的慣例或習慣，清人稱之為風習、風俗等。風習表達出

了行為規則的流動性。換言之，風習或風俗本身是不可靠的。在習慣外，

若通過合同對慣例加以固定，可以為民人提供可預期的行為規則。不同

的利益團體通過商議制定規則，也通過商議承認慣例。 

當然，商議不等同於願意。商議結果是確定參與各方應遵守及執行

的規則。從秩序觀念上，規則是存於法律之外，獨自賦予民人應享有的

權利，並以權利是否實現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規則是民間社會的構成

要素之一，生動展現社會自治的狀態。規則表達出民眾行為的確定性。

對清代官府而言，民人需要教化；對民人而言，官府應定紛止爭，而非

混淆是非。同時，合同與契約可以協商與妥協，達成文本化共識。如此，

即使發生了糾紛，也可以依據合同保護權利。在民間，人們通過合同固

定規則，可以視為清代民間自治模式的範例。 

此外，鄉民就要求約束和禁止的行為通過商議達成共識，這些公議

結果記錄下來，是為民禁約。由於合同具有屬人性，民禁約僅對合同當

事人具有拘束力；對於合同之外的人，它並不當然有效。因此，對村社

中特定的公共事務，若無官府授權，禁約僅能約束締約民眾。若禁約呈

                                                        

13 除錢會外，清代民間還有如祀會、神會、行會、幫會等；它們都屬於地方自治團

體。同時，根據起會原因不同等，它們分屬財產性或身分性地方自治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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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官府批准，它就上升為地方法令。即使未參與簽訂合同的外鄉人，也

須遵守禁約。因此，民禁約與官禁共同發揮著維護清代地方社會秩序的

功能。 

在清代，有專門的鄉約討論鄉里事務，商定規條，發布禁約。這些

禁約，又被稱為鄉禁約。但是，從制度上，鄉約本身在一定意義上延續

社的傳統。社本身是眾人立約的結果，屬於在社條約束下的民眾自治組

織。鄉約隱含著鄉民共同立約、互相約束的涵義。早在明中期，鄉約興

起有賴於地方士紳宣導，也離不開鄉民的立約與參與。至清前期，鄉約

由朝廷推行，導致其合法性無需建立在民眾立約的前提下。但是，在鄉

村，鄉約處理鄉里公共事務，也需要爭取鄉民的認同。這些鄉禁約，有

明確的管轄範圍。性質上，鄉禁約屬於鄉規。鄉禁約不同於民禁約。後

者的載體是合同，合同內容是參與村民商議的行為準則。鄉禁約則是由

鄉約制定和頒布，是當然的鄉規。 

清代的承充里役合同，如地方公共事務不會因官府無錢而消失，至

少治安經費為地方不可少的開支。地方政府鼓勵地方自辦保甲。過保甲

承充合同，保甲費通具體由地方自治組織收取，之後直接用於人役的雇

傭。這樣既解決了治安問題，也省去了中間盤剝。「保甲自治，實際也是

地方各異姓戶的合同聯合。」14在民間社會，規則和人員組織是最基礎

的兩個要素。里甲和保甲體現出民間社會自治中的人員組織層面。在清

代，民間還呈現出民眾通過合同或契約協商處理各種公共事務，甚至他

們自發出錢出力治理地方社會。清代合同文書「只是走進民間自治的一

部分，但足以說明，民間社會具有自我組織和規則建設的強大能力」（頁

551）。 

清代的民間可以稱為合同社會嗎？清代民間具有穩定的法秩序嗎？

對於這些問題，作者給出了肯定的回答。當然，不同研究者因觀察的視

角或因法律觀的不同，可能會發現不一樣的社會事實。透過《清代的合

同》，我們可以發現清代幾乎是全面合同化的社會。另一面，當民眾間出

現合同糾葛，這些糾紛也會呈交給官府。但是，清代合同與成文法的發

                                                        

14 參加「清雍正十二年十一月詹、汪、洪、程、俞、胡、李等七姓承充鄉約保正議

墨」（頁 545）。同時，參見本書第 26章徵引其他保甲承充合同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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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並沒有關聯起來。對研究者而言，若以現代的「合同社會」為尺度，

來衡量複雜的清代社會，這本身充滿距離感與張力。當然，不同社會的

合同背後秩序觀及其內在本身充滿多樣性。如何理解歷史事實及其涵

義，或許還跟研究者的人生經驗及其選取的視角密切相關。 

四、尾言 

透過作者的研究，我們瞭解清代民間社會的構造及其秩序觀。清代

法秩序中，民間社會存有合同式自治；同時，清代民間社會內生的自治

模式存在無法克服的弱點。首先，面對利益衝突，民間社會習慣上借助

訂立合同時，雙方或多方反復協商的辦法消弭分歧。例如，關涉族內事

務或族產事宜，家族內都需要房長、支族長共同商議達成一致意見。再

如，禁山約需要全部有管業資格人的同意。當不同獲得相關利益人的同

意，還可能呈請官府批示，通過官府權威壓制不同意見。故清代的合同

實際混雜著剛性與脆弱的組織模式。 

其次，清代民間自治的基礎在存在大量合同式聯合體，但他們實際

卻極容易被瓦解。清代的合同機制對利益主張複雜、利益群體龐雜及利

益衝突劇烈的公共事務，缺乏有力的決策機制和回饋傳統。相反，當時

的中國人遇到類似問題，習慣尋求地方官員出面解決。「相比之下，基於

民主制的聯合體更具有柔韌性和包容性。」（頁 507）它通過事先設定的

程式讓多數人主張成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最關鍵在多數人與少數

人呈現出動態的狀態。這還反映出民主制聯合體的靈活性。 

最後，單就效力而言，清代民間社會的自治模式多適用於小範圍或

關係密切的共同體。在具體事務上，清代合同式自治多見於容易達成一

致意見的地方。這些歷史經驗不僅解釋了清代民間內生自治模式的遺

憾，也透露出近代中國缺乏尊重異議者或服從多數決的社會基礎。 

  


